
一、华严经类 

  早在 2、3世纪即已出现的《兜沙经》、《本业经》、《十往经》、

《渐备一切智德经》、《如来兴显经》、《摩罗伽经》等，后来被增添了

新的内容，扩大编纂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在 5世纪初译成汉文 50 卷。

7世纪末，唐代又重译了一遍，增加了个别新品，称为 80 卷《华严经》。

前一译本的原本，由支法领得自于闻，后一译本原本也是从于阗求得，而

且由于阗僧人实又难陀译出。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一般认为此类经典大

部出自于阗，并在于阗最后定型。 

  《华严经》有许多新特点，它强调“诸佛真法”是佛菩萨“法身”的

本体，佛法高于佛身；“法身”的体现者是《杂阿含》中曾出现过的毗卢

舍那佛，一切佛菩萨全是毗卢佛的应化身，他们教化世间和拯救众生的善

行，也都是毗卢佛秘密神力加被的结果。在这里，释迦牟尼佛和其他诸佛

已经黯然失色，对毗卢舍那佛的崇拜取代了对他佛的崇拜。 

  毗卢舍那原有“光明普照”的意思，是太阳的别名，毗卢佛即意译“大

日佛”。他无形无质，无言无行，无思无虑，但遍及一切，感应无方。所

示十方诸佛，无边无际，其量不可计数，能发大光明，普照三界六道。这

类思想，一方面出自佛徒对于佛陀无限赞美的譬喻，他方面可能受袄教和

摩尼软对于光明崇拜的影响。就佛教信仰体系言，《华严经》是的毗卢舍

那的出现，标志着在信奉释迦牟尼为唯一教主的佛教体系之外，又产生了

一种全新的形态，为大乘佛教创造了一个新的或称作“佛日”的教主。 

  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在小乘沸教中被视作佛陀的诸大圣徒，诸如迦

叶、阿难、舍利弗、陈如、罗云等，全都退到次要地位，逐步为新树立的

诸大菩萨所代替。《法华经》突出了观世音菩萨，他成了救苦救难的象征，

在山野行人和航海商侣中，信徒尤多。《华严经》则强调普贤和文殊师利

的作用。“普贤行”被当作“菩萨行”的范本，文殊则是解说佛法、引导

信徒实践普贤行的典范。《华严经·入法界品》塑造了一个求索一切善知

识的“善财童子”，他在“普贤行”的指导下，向最普通的比丘、比丘尼

和王者、长者、优婆夷及婆罗门、外道、海师、工匠等各种职业者、信仰

者学习，也向天神、地神、夜神等虔诚礼拜。显然，《华严经》要求它的

信徒深入到社会一切阶层和行业之中，不分信仰地向他们学习世间知能，

由此弘扬佛法，并成就自己的“一切智”。《华严经》在提倡向外在世界

追求，促进佛教世伦化方面，起了更深层的作用。 

  《华严经》在哲学理论上对大乘佛教的发展，也有许多新贡献。它宣

称，一微尘能容一切法界，一切众生；无量佛菩萨世界，均可纳入一毛孔

中，所谓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以粗鄙的形式提出了个别与一般，部分与

全体的关系问题。它也倡导，无有众生不具足如来智慧者，但众生颠倒不

知不见而已，一旦受到法师经书教诲，“具见如来在其身内，与佛无异”，

这就是最高的觉悟。因此，《华严经》也宣扬了向内心世界反求的路线。 



  《华严经》影响极大的另一个论点是：“所有诸法，皆由心造”。三

界五阴唯心，如来菩萨也属心造。懂得这个道理，才是“真见佛”。这些

说法，已经包含大乘佛教向唯识一派发展的基本要素。 

二、大集经类 

  现存《大方等大集经》60 卷，是隋代僧就所集。其中前 30 卷，亦日

《方等大集经》，系昙无谶 5 世纪上半叶编译。谶译之前。它的第一、二

品和第六、十一、十二诸品，已有西晋竺法护作为单经译出，到那连提黎

耶舍，先后又补进《日藏经》和《月藏经》，遂形成现在这样的《大集》

系列。竺法护曾游历西域30 余国，但活动中心是敦煌、酒泉。 

  昙无谶传为天竺生人，实是由圃宾进入龟兹的僧侣，活动干鄯善（新

疆若羌）、姑臧（甘肃武威）和敦煌。那连提黎耶舍为乌苌国人，游诸天

竺后又返回乌苌，再进入北齐境内，在《日藏经》中还特别记载了有关于

阗历史和现状的神话。由此推测，《大集经》类可能反映了 3到 6世纪，

自阿富汗经于阗到敦煌一路佛教信仰的另一种动向。 

  《大集经》的突出特点，是吸取和融合各民族的多神崇拜，构成佛教

的有机部分。尽管佛教历来都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他们只被当作轮回世

间众生的一分子，严格地受业报法则制约，并不具有左右国运、祸福人生

的特殊威力。《大集经》彻底改变了佛教这一固有的鬼神观念。它把鬼神

分为善恶两大类：恶鬼以波旬为首，专门败坏佛法僧三宝；当善神不再护

祐众生时，恶鬼就会制造各种灾难，甚至使人们互相残杀，国上城邑荒无

人烟。善神都是佛教的归依者，对一切佛徒起祐护作用，令恶鬼不得为恶。

因此，决定人的命运的业力，已经退到微不足道的地位，更多地要听命于

鬼神的摆布。这样，唯一的出路就是信仰佛教，因为鬼神对众生的态度，

全依众生对佛教的态度为转移。 

  《大集经》所列鬼神范围广，种类多，包括地水火风、山河草木，也

都是神灵。其中天帝释，原是婆罗门教诸神之一，一般大乘经典把他作为

获得世间最胜果报者，让他由异于佛教的立场，转变为佛教的护法者。《大

集经》，特别是类似《大集经》的《金光明经》，还更加突出帝释的部属，

所谓“四大天王”在护法和治世中的威慑力量。此外还有所谓“天龙八部”，

是四大天王的部属；“天龙八部”又统有所谓“二十八部”鬼神。显然，

在这类经籍所反映的地区和民众中，佛教在更大程度上失去了本身的魅

力，而必须借助鬼神才能维护和推广。 

  《大集经》还记有十二兽，昼夜常行，各自教化他们的同类，劝善离

恶。它们是：蛇、马、羊、猴、鸡、猪、犬、鼠、牛、师子、兔、龙，显

然是采自汉民族的十二生肖说。至于用二十八星宿算命，预卜吉凶等生属、

星相说，在《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等佛典中多有弘扬，《大集经》对

其灵验程度虽有怀疑，但也大量采录。 



  我们知道，认为天上二十八宿能预示地下人事，早在《史记·天官书》

中已相当系统了。汉文化对于西域的影响，在佛教领域里也有表现。 

  咒术在佛典中出现很早，但只有到了《大集经》，才把“陀罗尼”列

为佛徒的必修课目，与“戒定慧”三学并列为菩萨行的“四种璎珞庄严”，

同时连篇累牍，鼓吹用咒语驱鬼消灾，役神护法。信佛的巫士，被提到了

菩萨的高度。 

三、大涅槃经类 

  现存《大般涅槃经》40 卷，昙无谶译于 421 年的北凉。此前，法显译

出《大般泥槃经》6卷，相当谶译的前 5品 10 卷，被称为《大般涅槃经》

的“前分，其余称作“后分”。至唐会宁等，又译有《大般涅槃经后分》

2卷，义净认为，这是从《阿笈摩经》中抄出来的，思想与《大般涅槃经》

不同。 

  前分《涅槃》的原本，最早是法显得自天竺华氏城；智猛也在那里的

“大智婆罗门”罗阅家得到过同样的本子。华氏城大乘佛教的发展形势，

是产生前分《涅槃》的直接根源。《涅槃》后分原本的来路不明，一说是

某“胡道人”从敦煌送到姑臧译场的；一说是昙无谶回于阗寻得的。总之，

“后分”不是天竺的产物，而是反映我国西北地区的佛教情况。 

  《大般涅槃经》的总体精神，是纠正小乘视涅槃为死亡的悲观论调和

《般若》中观以涅槃为虚妄的虚无主义态度。它不同意“如来唯修诸法本

性空寂”，而要确立诸佛如来最真实的“有”。这个真有的具体规定，就

是与世间人生“无常、苦、无我、不净”相对立的“常乐我净”，亦名“涅

槃四德”。“常”指寿命无限，“乐”指幸福无忧，“我”指绝对自由，

“净”指情操高洁。这种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王国，只要坚持修习大乘佛

教，一定能够达到。这样，《大般涅槃经》就一扫佛教中的怀疑主义和绝

望观念，给身受现实苦难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憧憬的，最美满、最完善

的世界，尽管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涅槃四德”的提出，使佛教的神学体系更加完善；在哲学理论上，

则是对一切有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大般涅槃经》认为，“物”是“无

常”而“性”是“常”，“事”可变而“理”不 变，“实”是“假”而

“名”是“真”。因此，在因缘制约、变化万端的现象世界之外，还存在

一个由“性”、“理”、“名”等构成的真实世界，即由概念范畴组成的

逻辑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形成“常乐我净”这一理想王国的认识论基础。 

  《大般涅槃经》另有一个影响巨大的命题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佛性”为众生先天固有，无一例外，它是众生所以能够接受佛教，最终

成佛的内在根据。但什么是“佛性”？它的解释则相当散杂，从“五阴”、

“十二因缘”，直到“涅槃四德”，都可以说成“佛性”，当然，由什么

“三归”、“佛智”，以及因果关系上，也可以判定许多佛性。这样，佛

性的规定性，就成为此后佛教诸多争论的问题之一。 



  “众生悉有佛性”与“众生悉能成佛”，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前分《涅

槃》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认为众生中有一种“一阐提”，虽有佛

性却无力开发，甚至因罪垢所缠，永远不得出离。《大般涅槃经》中，“一

阐提”特指外道婆罗门和反对大乘佛教的人。前分由此主张，护法国王对

这样的“一阐提”可以鞭挞整治，甚至夺其生命，以迫令他们遵修善法。

《涅槃》“后分”则完全改变了这种主张。它从众生悉有“佛性”，未来

必定“见性”推出，一切众生也“定当得果”，即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显

然，“前分”充满了排斥异教的情绪，而“后分”则取宽容异教的态度。 

四、胜鬘经类 

   《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与《不增不减》、《无上依》等

经，性质相近，同归胜鬘经类。 

  《胜鬘经》发挥“如来藏”的思想，认为众生皆有“如来”之“藏”，

只是为“无量烦恼藏所缠”，成为“非思量境界”，非凡夫二乘所知。这

同《大般涅槃经》的佛性论相似。但《胜鬘经》强调，如来藏的定义，是

“如来法身不离烦恼藏”，就是说，生死烦恼是有为法，如来藏则常住不

变；如来藏是生死烦恼之所“依”、“所持”，也是“建立”生死烦恼和

成就佛法的根据。这样，如来藏不但是现在修持、未来成佛的因素，也成

了世间生死的本体，所以说：“生死依者是如来藏”，“有如来藏说生死”。

此种把如来藏说成是世间得以依持和建立的观点，就形成了佛教哲学的又

一流派，即“如来藏缘起说”。 

  《胜鬘经》代佛说法者，是波斯匿王与末利夫人之女胜鬘夫人。她居

于阿踰陀国宫中，佛现妙法身为其授记，说她未来世当于“天人中为自在

王”；此后，还会成佛，号“普光如来”，其国纯一大乘，自在快乐胜于

他化天和自在天。这是大乘佛教继创造在家男性菩萨维摩诘之后，又创造

的在家女性菩萨。胜鬘所居的阿踰陀是瑜伽行派创始人无着、世亲弘法的

主要基地，大乘思想深入宫廷，并成为创新和传播的中心，是很值得注意

的。 

五、唯识诸经 

  提倡“心造诸法”的大乘唯识学，早在《华严经》中已初见端倪，继

之出现《解深密经》、《楞伽经》、《密严经》等，将这一学说深入发挥，

为形成全部佛教中最庞大的哲学体系，提供了经典依据。大乘瑜伽行派及

其所著诸论，也都是以这些经典为基础的。此外，属于这类的经典还有《如

来出现功德庄严经》、《大乘阿毗达磨经》，原本皆佚。后一经典的主要

内容，在有关的汉文译籍中有所保存。 

  《解深密经》系唐玄奘译；此前，5世纪的求那跋陀罗和 6世纪的真

谛，分别译出过此经的一部分；6世纪初的菩提流支则全译作《深密解脱

经》。《楞伽经》有三个译本，即求那跋陀罗在 443 年译的《楞伽阿跋多

宝经》、513 年菩提流支译的《入楞伽经》和 8 世纪初实又难陀译的《大



乘入楞伽经》。《大乘密严经》出现较晚，到 7 世纪地婆河罗和 8 世纪不

空有两个同名译本问世。它们的组织结构和论议的侧重点不都相同，但在

建造唯识学的埋论体系，提倡用此体系指导大乘佛教的实践方面，却是共

同的。 

  首先是确立“唯识无境”的基本命题。据它们考察，不同的人对同一

境界（对象）的认识往往有很大差别，同一个人对同一对象的认识，前后

也有差别。这说明“识”并不受“境”的制约，倒是境依识而变化。还有

些认识现象，例如梦境、幻境和其它谬误的认识，或者并无实境可循，或

者与实境不符，更可以证明，不是“境”引生“识”，而是“识”创造“境”。

“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几乎是无法估量的，禅定能够开拓无限多的，在

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的境界，也是“唯识无境”的最好证明。假若确有实境

客观存在，所有人的认识就都应该符合真理才是，但事实上，一般人的认

识往往谬误多于真理，甚或完全颠倒。唯识学对认识的这种主体性方面作

了很多发掘工作，是对思维科学的一种贡献，它批评那种镜面式的直线反

映的认识论，也是正确的，但以此作为否定客观物质存在的理由，却是无

力的，不充足的。与建立“唯识无境”的命题相关，唯识学同时构画了“识”

造“境”和识“境”的具体过程，对认识主体作了细腻的微观推测。佛教

传统上把认识机能和活动分为“六识”，所谓跟耳鼻舌身意，唯识诸经增

添了阿赖耶识和末那识，扩大为八识。这个变化意义很大。原来的“六识”，

是指与受、想、行等其它心理和思维活动并列的一类精神活动，相当于感

觉、知觉、表象、概念、推理等纯认识论的领域，所以定义为“了别”。

“八识”则包括了所有精神现象，诸如经验、记忆、意志、情感、道德、

美感、价值观念等，也被列进诸识之内。这样，使认识主体大大丰满起来。 

  “阿赖耶识”定义为“所知依”。“所知”指一切认识对象，“依”

谓“依止”、“依持”，意谓阿赖耶识是三界六道、凡圣众生及一切万物

赖以存在和变化的根本依据，是人生与世界的最高本体。它的性质表现在

“三相”上：“因相”，指明它是现实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得以发生的永

恒起作用的原因；“果相”，表示它是无始以来诸种经验习惯的积累结果；

这种既作为人生和世界的本原，又作为人生历劫经验的沉积的统一，就构

成阿赖耶识的第三相“自相”，亦即其本质规定。此中，作为经验、积累

的存在叫做“习气”，当这种习气被储存起来，能够成为派生同类事物的

原因时，叫做“种子”。“习气”和“种子”主要有三种，所谓“言说”

（概念）、“我见”（性质）和“有分”（善恶行为）。“习气”来自“熏

习”，即思想行为对认识主体的熏陶：“种子”萌发事物名曰“现行，即

袭沿既有的观念和习惯去把握和创造与之相应的周围环境和生活方式。 

  唯识学用语拙朴、晦涩，若用现代语言表达，其实并不难懂：人的经

历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必然留下痕迹，全部经验则作为表象概念和习性保存

起来；由此形成为观念的、情感的和习惯的意识之流，支持人的生活，支

配人的再认识和再行动。因此，阿赖耶识就是人的记忆系统和信息系统，

人的包括潜意识在内的总体意识，即通常所说的世界观，思想和行为的精

神主体。唯识学家对于这一识体的存在，有过很多论证，主要理由是前六

识各司其责，“互不相通”，“意识”不能视“色”，“眼”不能听“声”，



缺乏一个把全部精神活动联系起来的有机体。前六识需要直面对象（前五

识），或自觉对象（第六识），才能发生，否则，就不会发生，例如熟睡、

休克等，就是前六识处于不活动的状态，故曰“易动坏”。事实上，意识

之流并未停息，人生仍在继续。这种能将保特意识前后连续和精神各部机

能统一的有机体，就是阿赖耶识。不过，唯识学家还说，这一统一的连续

的精神主体，不但贯彻人的一生，而且也是轮回的主体，即始终不死的魂

灵，尽管在理论上他们坚决反对所谓“我见”。 

  “末那识”的内涵是“恒审思量”，它的主要职能是执持阿赖耶识为

“我”，有自我意识的含义，但广义地说，一切“无明” 

  颠倒认识，也都发源于此识，所以也称“染污识”。 

  这样，唯识经典就把人的认识分为阿赖耶、末那，加上前六识，共三

大类；人的全部认识活动，本质上又只是在第人与前七识之间进行的：前

七识熏习第八识，形成所谓“种子”；第八种子识现行，支配着前七识的

活动。所谓人及其周围世界，或是作为种子，或是作为现行，或是作为认

识建立的对象，或者作为名相概念，都被纳入这八识的因果循环圈内。大

乘修习者的目的，就是要充分把握诸法唯识性的真理，用清净法转换第八

识中的污染成分，直到把污染的阿赖耶转变成为清净阿赖耶，是谓“转依”。

这样，唯识学家就明确地提出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才是成佛的唯一途径。 

  将唯识理论与宗教实践进一步密切结合起来的是“三自性”说，由此

构成了唯识学家分析“法相”的骨干内容。 

  唯识诸经认为，认识对象在性质上很不相同，大体可分三类，即“遍

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此中“依他起”性，指对象

生起必须依因托缘的条件性，也就是佛教传统所讲的“缘起”性质。但此

处讲的“因”，实指阿赖耶识“种子”，所谓“缘”，则指“识”所变现

的“所缘”和体现识自身—维运动的特点“等无间”等，所以“依他起”

的“他”，也就是“识”。假若能够在“依他起”上如此认识唯识所起，

唯有识性，叫做“圆成实性”，也就是真理性认识。反之，把“依他起性”

的对象当作客观的实在，叫做“遍计所执性”，被认为是虚妄颠倒的认识。

这“三自性”分别表达了唯识学家对于现象、真象和假象的看法，由此形

成他们确定谬误与真理的标准，并以此批判般若中观派的怀疑论思想，认

为他们在否定“遍计所执性”上是正确的，但进一步否定对象的“唯识性”，

那就错了。唯识诸经就是要创立一个用“唯识性”取代用“空性”解释一

切的宗教哲学体系。 

六、瑜伽行派及其始祖弥勒 

  把唯识和法相学说组织起来加以弘扬和发展的，是瑜伽行学派。传说

这个学派的祖师是弥勒，实际的创建者是无着和世亲。 



  署名弥勒的论著共有五部，所谓“弥勒五部”。其中规模最大的《瑜

伽师地论》100 卷，唐玄奘译，其基本思想集中在前 50 卷的《本地分》，

而《本地分》的中心则是《菩萨地》。北凉昙无谶与南朝宋求那跋摩分别

译有《菩萨地持经》和《菩萨善戒经》，实是《本地分》的原型。真谛和

玄奘分别译有《决定藏论》和《王法正理论》，也与《瑜伽师地论》的《决

择分》相同。可以说，《瑜伽师地论》也是一部编纂性的著作。《辩中边

论颂》也收在真谛和玄奘分别译出的《分别中边论》和《辩中边论》中，

但仅署世亲造，不别署弥勒作颂；唐义净译《金刚经论颂》题无着造；此

前北朝魏菩提留支译《金刚般若经论》和唐义净译《金刚般若经论释》，

都含有此类颂的内容，但唯题世亲造，不但无弥勒署名，亦无无着署名。

至于《分别瑜伽论》，无汉译本，但相当于《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

此品系弥勒提问，由佛作答，而非弥勒所说。据此，“弥勒五部”虽是瑜

伽行派的重要著作，不一定是弥勒所作，学术界对有无弥勒其人，也表示

怀疑。 

  弥勒菩萨是大乘诸佛菩萨崇拜中的一个重要形象。4世纪开始泽出的

《弥勒下生经》（亦见 4世纪末译出的《增一阿含经》卷 44）中，已完

成这一形象的塑造：释迦文佛预言，在久远的未来，弥勒将要由兜率天降

神出生，后于夜半出家，在龙华树下成佛，三次集会说法，所度阿罗汉均

系释迦弟子。据说，弥勒未来降生的土地丰熟，人口繁盛，谷食价贱，多

诸珍宝。此经同时弘扬摩揭国迦叶，说他是过去释迦文弟子，头陀苦行最

为第一，辅佐弥勒劝化人民。5世纪继续有宣扬弥勒信仰的译典出现，鸠

摩罗什译《弥勒大成佛经》以为，行“慈心”者得报，可生于弥勒佛国。

弥勒被誉为“人中最大果报”，“三界眼目”，能放大光明。又有沮渠京

声译《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称“兜率天”才是弥勒净土，凡持戒和

念弥陀名号的人，可以生于此土。 

  据法显记，印度的弥勒信仰，以北方为盛，也散见于中印和斯里兰卡。

陀历国木雕弥勒菩萨像，高八丈，“诸国竞兴供养”。恒河沿岸婆罗捺城

北，有佛为弥勒授记处，建有塔寺，有僧住。师子国也盛传弥勒将出世成

佛一类的神话。据 7世纪玄奘西游所记，曾作为瑜伽行派奠基者活动中心

的阿踰陀国，城西南大菴没罗林有故伽兰，是无着夜升天宫，于弥勒菩萨

处受《瑜枷师地论》等，昼为大众讲宣妙理的地方。如此种种，瑜伽行派

攀附弥勒作为始祖，显然是藉民众的信仰心理，自我神化的表现。 

七、无着与世亲 

  据真谛撰《婆薮盘豆法师传》，无着、世亲系北天竺富娄沙富罗国人

（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即贵霜王朝犍陀罗的首都，出生在国师婆罗

门家庭，同名“婆薮盘豆”（即天亲，或译世亲），同时于一切有部出家。

兄乘神通往兜率天咨问弥勒菩萨，由是得悟“大乘空观”，故名无着（阿

僧伽）。后来弥勒也于夜时下阎浮提，放大光明，为信众诵出《十七地经》

（即《瑜伽师地论》）， 是谓大乘弥勒菩萨教，或即瑜伽行派的本名。

无着本人修“日光三摩提”，使昔所未解悉能通达，所见所闻永忆不忘，

由是造大乘诸论，广弘弥勒之说。“瑜伽”，意译“相应”，指按一定道



理去切身践行体验的意思，这里特指相应唯识道理的禅定而言。唯识法相

家的论著特别强调“奢摩他”（定）与“毗钵舍那”（观）在全部修持中

的作用，与他们自称“瑜伽师”的意义相同，这也是称他们作瑜伽行派的

原因。无着所修“日光三摩提”，表示其所持瑜伽有成就智慧的意思，其

所以取“日光”为名，正与描绘弥勒能大放光明一样，多是受摩尼教的影

响。 

  其弟亦称婆薮盘豆，以阿踰阇国为布道基地。此国曾是侨萨罗国的故

都，经济文化发达，商旅云集，人口众多。原有法师婆娑须拔陀罗者，曾

在罽宾偷学有部要典《大毗婆沙论》回来传播，为僧佉外道所败。世亲耻

之，作《七十真实论》破《僧佉论》；又作《阿毗达磨俱舍论》，取经部

说，立有部新义，破罽宾毗婆沙师所执有部旧义。玄奘所传，与此稍异，

以为世亲早期活动的基地，亦在犍陀罗之首府；其师“如意”，是《毗婆

沙论》的作者，为外道所败而死。事实上，世亲的活动是得到阿踰阇国王

馝诃罗摩诃秧多，即正勤王赞赏的。此国玄奘亦译作室罗伐悉底国，即舍

卫国，是继阿踰阇之后的侨萨罗国首都；其王译作毗讫罗摩阿迭多，意译

超日王。由此看，真谛与玄奘所传的历史背景是相同的。 

  正勤王曾令太子新日就世亲受戒，王妃亦为之出家。新日王登位，即

留世亲于阿踰阇供养。世亲用王室所奉金，于富娄沙、罽宾和阿踰阇各起

一寺。这大体也是瑜伽行派早期的酝酿流布地区。 

  尽管《俱舍论》受到毗婆沙师的多次抨击，但世亲仍然坚持小乘，“谓

摩诃衍非佛所说”。直到受无着批评，始就其兄遍学大乘义。无着死后，

世亲方造大乘诸论，对《华严》、《涅槃》、《法华》、《般若》、《维

摩》、《胜鬘》等大乘经典进行解释，也广释无着的论著，如《释摄大乘

论》等。80 岁时终于阿踰阇。 

  此处涉及到无着、世亲的年代问题，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据真谛所作

传记考察，他们当处在笈多王朝相对强大，经历两王换代，而后王更加支

持大乘佛教的时刻。近人有把超日王定为旃陀罗笈多二世的，约 376—380

年即位，死于 413—415 年间。但另有塞建陀笈多也采用超日王称号，他

的统治则终于 467 年。或许无着、世亲就活动在 5世纪这个历史期间。 

八、无着、世亲的著作及其传承 

  署名无着的著作，汉藏文译本共约 30 种；世亲与龙树并称“千部论

主”，汉藏文译本共 50 余种。无着的代表作有《显扬圣教论》，是继《瑜

伽师地论》对瑜伽学说重新组织的纲要。《摄大乘论》和《大乘阿毗达磨

集论》着重用不同形式，概括唯识法相的整体思想；《金刚经论》和《顺

中论》则分别注释《金刚经》和《中论》初二颂，对般若空观作新的解释。

另有《六门教授习定论》，是讲授瑜伽方法的。世亲的论著除真谛本传所

记者外，还有发挥弥勒和无着论本的其它释论，以及自著的《成业论》、

《五蕴论》、《二十唯识论》、《三十唯识论》等。他的《十地经论》、

《无量寿经论》影响也很大。 



  从中国的翻译史看，系统介绍无着、世亲思想进入中国内地的有三次。

其一在 6世纪上半叶，经由西域抵达北魏的北印菩提流支和佛陀扇多、中

印勒那摩提和瞿昙般若流支；其二在 6世纪中后叶，由西印经扶南到达南

朝梁陈的真谛；其三是在 7世纪中前期，去印度留学那烂陀寺归国的唐玄

奘。据此可见，瑜伽行派在世亲去世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依然以北印和中

印为主，并进一步扩大到了西印和南印，同时经海陆两路传进中国。不论

从传播的范围、规模和速度说，都是空前的。5至 6世纪，是瑜伽行派的

昌盛期。 

  然而，以上三次传译的无着、世亲思想，前后有很大的差异。大致说，

菩提流支所译《十地经论》与真谛所译《摄大乘论》及其《论释》，在哲

学观点上是相近的，因此，中国北方的地论师与南方的摄论师能够逐步汇

合起来。真谛的译籍表现这种哲学特点尤为明显。佚名的《十八空论》认

为，阿赖耶识是一切世间的直接本原，所以是染污的，但在阿赖耶识之上

还有一个“阿摩罗识”（意译“无垢识”），亦称第九识；署名世亲的《佛

性论》，以唯识学重新解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命题，主张最高本体

的性质是绝对清净的。菩提流支泽的《入楞伽经》，认为“如来藏”也是

世间诸法的终极原因，只有它处于生灭状态时，才成为阿赖耶识。玄奘传

译的主张则完全不同。他的译籍一贯认为，“阿赖耶识”是一切“染净”

所依，不论染净的熏习和染净种子的储存，以及实现由染转净的过程，均

是由阿赖耶识实现，没有别一个清净识体独立存在。这些说法上的不同，

决定了他们对众生群的看法，也影响了他们的宗教实践。 

  翻译史上的这类差别，反映了唯识法相学在其本土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以清净心为本体向后期主张以杂染心为本体的转变。也就是说，瑜

伽行派的创始者的论著及其所依的经典，可能是经过后人加工过的。 

  无着弟子有师子觉，世亲弟子有金刚仙，此外的传承不甚明了。但弘

扬瑜伽唯识学说的知名人物却相当多，仅揉进玄奘编泽的《成唯识论》中

就有十家，其中与世亲同时的有亲胜、火辩，后于世亲的有护法、德慧，

护法有弟子胜友、胜子、智月，德慧有弟子安慧、净月，比安慧稍前一点

的是难陀。藏文材料传说，世亲之后有四大家，除安慧外，还有陈那、德

光和解脱军。这些学僧构成了早期瑜伽行派的骨干，他们大致向两个方向

发展：其一是更细致地构想认识主体的内涵，另一个是创造论证唯识无境

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在进一步构想认识主体内涵过程，形成了两个支流，一是以难陀为首，

坚持世亲旧说较多，被称作“唯识古学”；另一是以陈那为代表，比较着

重自由发挥，被称为“唯识今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则发展了因明

学。 

九、唯识古学 

  关于难陀的身世，不甚清楚。他明确提出八识诸主体各有两种作用，

一是能摄取对象的能力，叫做“见分”，一是作为被摄取的对象，叫做“相



分”，主体的认识活动，就是自己的“见分”去取自己的“相分”，而“相

分”，说到底又是由“见分”转化而成。自己的眼是“见分”，所见“色”

即是由能见的“眼”转变而成。这样，难陀就为“唯识无境”的主张，提

供了更深层的论证，也向唯心主义经验论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不过难陀

认为“相分”并非实体，相当“三自性”中的“遍计所执”。“见分”无

另外“行相”，属唯识分别性质，相当“依他起”。所以这种经验论还显

得粗浅，一般称为“无相唯识说”。 

  “见分”与“相分”及其相互关系，是由阿赖耶识种子功能决定的。

按传统的说法，“种子”又由“熏习”而成。据此难陀认为，熏习即表示

种子并非本有，所谓“无漏”清净种子，亦待现熏而成，此谓之“新熏”

说。此说强调后天修学的重要性，同主张“心性本净”，侧重向内心探求

者有所不同。 

  安慧也是唯识古学的一大家，南印度人，活动在 6世纪初。北魏时菩

提流支译《宝积经论》、真谛译《随相论》、玄奘译的《杂集论》，都是

他的著作。藏文译籍中保存了他的更多的论疏，如《俱舍实义疏》、《释

轨论释》等。其中《辩中边论注》还有梵本。他继承难陀之说，并受陈那

“三分”说的影响，认为“见分”和“相分”都是“虚在分别”的产物，

均属“遍计所执性”，不是实在，唯有心识的第三分，即“自证分”，才

有一定的实在性，属“依他起性”。  

十、唯识今学 

  作为“唯识今学”首席代表的陈那，是印度大乘佛教中期发展中最有

成就的学者，著作很多。据唐义净传。仅“因明”学就有八论，其中汉译

的有《观总相论颂》、《因明正理门论》、《取因假设论》；汉藏文均有

译本的有《观所缘论》；藏文译本的有《观三世论》和《集量论》，后者

近被转译成汉文；另有《因门论》和《非因门论》，不详所在。八论之外，

还有汉译《解拳论》（即《掌中论》）、《圆集要义论》等。但关于陈那

的生卒年代，至今尚无定论，大致界定在 5世纪后半叶到 6世纪上半叶这

个期限。南印度人，出身婆罗门家庭。他的某些论著，早在 6 世纪中后叶，

即由扶南传来中国南朝译出。 

  唐玄奘译《观所缘论》，真谛译作《无相思尘论》，对于认识对象（即

“所缘”、“境”或“尘”），特别是感觉（眼等“五识”）对象（“色”

等“五境”）的性质问题，作了专门的考察。他们认为，能够构成感觉对

象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它应是“实体”，并表现为一定相状，

即所谓“体相”，以便相应的感觉托缘而起：第二，感觉生时，必然挟带

该对象的“行相”，即有其“映象”存在，这种说法，是很合乎常识的。

但是，这样的感觉对象，能否在识外自行成立呢？陈那取断然否定的态度。

他以上述两个条件为准绳，驳斥了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极微”（亦译作“邻

虚”）说和“极微和合”说，也反对用感觉的复合证明有极微和合的客体

存在。他认为，眼等五识的对象，如坚、湿、暖、动，青、白、赤、黄等

“相”，是单一性质，按当时共许的认识，单一性就是实体，所以可以满



足作为对象的第一个条件；这样的“实体”，作为“相分”，能够为“见

分”所取，使之成为映象，这就满足了作为感觉对象的第二个条件。但是，

坚、青等“相”，本质上是第八识异熟所主“五根”的派生物，即主观感

觉自身功能的产物，并非外在于识体之外的东西。因此，外境肯定是没有

的；但识体所变之“内色”现似“外境”，则是存在的。这样，识体的“见

分”就具有了派生“相分”，并能以“行相”形式反映“相分”的职能，

而“相分”则变成了实在的，可以为“见分”反映的实体。此种说法，把

唯心主义经验论发挥到了极点，被称做“有相唯识”说。 

  陈那“识分”论上也有新发展。他认为，识体除见、相二分之外，还

应有一个“自证分”，即“见分”了知“相分”是直接的、无所间隔的那

种功能，即直觉亲证的作用自身。这种功能作用，还作为“见”了知“相”

的结果存在，也就是识的自体本身。说通俗一些，“自证分”就是识的了

境作用及由此获得的直觉结果。此种说法，被称为“三分说”。 

  传说陈那门下的著名弟子是护法。他是南印建志城的大臣子弟，活跃

于中印度，曾在当时学术中心的那烂陀寺作过主持，后居于有名的伽耶大

菩提寺，玄奘之师戒贤就是他的门徒。死时年仅 32 岁，约在 6世纪 60

年代。保存在汉译中的论释有《观所缘论释》、《广五蕴论》、《成唯识

宝生论》、《二十唯识论释》等。护法在唐代唯识家中的声望很高，因为

他的《唯识三十论释》是玄奘编译《成唯识论》的重要依据。唐代还译有

他的《杂宝声明抡》，是论述文字学的，已佚。 

  护法对于唯识学的发展，首先是对于“唯识性”的解释。唯识家一般

主张，世界一切现象都是识的表现，所以“唯识性”就成了所有事物的共

性。护法认为，唯识无境只是指境不离识，没有离识独存的现象，并不能

因此抹煞色、心等法在根本性质上的差别。世亲曾作《百法明门论》，在

说一切有部的“五位七十五法”的基础上，对世间和出世间“一切法”重

新安排，重新解释，形成所谓“五位百法”的新体系。它以“心法”为“最

胜”，把“色法”定为心“所现影”，视“不相应行法”为心的“分位差

别”；“无为法”则是心由染转净之“所显示”。这样，它就把世界万物

无一遗漏地纳进了唯识的范围。 

  有关“唯识性”的不同解释，就是在发挥这一基本思想中产生的。 

  护法的“种子”说也很有影响。他认为，第八识种子既存在“本有”

的，也有“新熏”。作为成佛因素的“无漏种子”，也有这两种情况。但

是，在决定修持者究竟是信奉小乘还是大乘等方面的“种子”，是稳定的，

所以佛教的“种姓”是不能更改的。“种姓不变”说特别为玄奘一系所接

受。 

  护法对于“心分”说也有补充。陈那所讲“三分”说中的“自证分”，

尽管在区分作为了知活动的直觉与作为留下印象的直觉方面不是绝对没

有意义的，但同时也带有相当的神秘性质。护法更进了一步，认为见相二

分只属于心体的外层关系，即对貌似外在世界的认识，心体深层还有一种



认识关系，即“自证分”作为对象被叫做“证自证”的心分所认识。“证

自证分”是护法的独创，其用以亲证“自证分”的功能，愈益神秘莫测，

这种主张被称作“四分说”。 

十一、量论与因明 

  其实，陈那一系的最大贡献在于为沸教开辟了另一条修持的道路，即

通过对认识论和逻辑的探究，走向把握佛教终极真理的途径，这就是他的

量论和因明。 

  印度的逻辑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中国的墨辩相比。起步较晚，

约在公元 2世纪，正理学派形成体系，很快影响其它某些教派。传说有部

大师法救著有《论议门论》，是佛家在这方面的最早著作。龙树、提婆组

织般若性空学说，与重视语言思维准确性的逻辑方法相抵触，对于正理学

派及其在佛教内部的反映作过多次批判，集中表现在《回诤论》和《广破

论》上。前者有汉译本，后者有藏译本。不过，这并没有禁住佛教其它学

派对认识形式和论议规则的研究。相反，到无着、世亲时代，更以“因明”

为名，当成确立本宗主张的重要工具，加以发挥。据说世亲有《论轨》和

《论式》两书，前者即是藏译的《解释道理论》。 

  现存最早的汉译因明论著，是北魏吉迦夜的《方便心论》（472 年）

与南朝真谛的《如实论反质难品》（550 年）。此二论的作者，已不可考。 

  《方便心论》重点讨论的是立论的认识论基础问题，认为任何论题若

要成立，必须以正确的“知见”为基本条件。“知见”来自四个方面，即

现见、比知、喻知和“随经书”。后三种知见又建立在“现见”基础上，

所以“现见”在一切知见中为上为胜，并成为证明其他知见是否真实的最

后尺度。不过这里所讲的“现见”，还只是笼统地泛指通过五种感官获取

的感觉，并且认为这类感觉“有时虚伪”，例如错觉、幻觉等，并非一切

时都是可靠的。因此，《方便心论》又提出“唯有智慧，正观诸法，名为

最上”，即同时承认“随经书”所得的“空智”才是“实见”的来源和衡

量真理的标准。对于“随经书”的“书”，或者贤圣所证之“法”，也不

是都可信赖，因为他们之间的说法，并不一致。在“现见”和“随经书知”

上，《方便心论》存在明显的困惑，所以前后矛盾。 

  《方便心论》分“比知”为前比、后比、同比三种。“前比”指由现

在推知过去，“后比”指由现在推知未来，“同比”指从已知的现象推断

未知的同类现象。这三类比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囿于感觉经验的范围，

但也含有某些逻辑的因素。例如见火有烟，后时见烟便知有火；由前饮海

水为咸，推知后来海水皆悉同咸。从认识论上说，这是由个别到一般，在

逻辑上，就是归纳推理的运用。又例如，天上日月，“现见”不见其动，

但自人之由此至彼，必经过“行”这一普遍现象，可以推知日月之东出西

没，也必有其“行”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并不科学，但在方法上，确实

含有演绎的性质。 



  关于“喻知”，指由譬喻类比之知。譬喻分为“具足喻”和“少分喻”

两种，作为“相似法”，在论议中用来“决疑”或阐明“正义”。引喻要

有条件，即所用譬喻应为我与论敌共知同解，“不知”与“有疑”，以及

喻与所喻不相类，均不得为喻。《方便心论》对“喻”的讨论最多，反映

了“喻”作为知识来源和推理依据，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 

  上述四种“知见”的来源，总称为认识之“因”；能通达如何由中取

得正确认识，把握真理者，名为“知因”。“知因”的重点是鉴别“正因”

和“似因”。“似因”被视为“论法”中的“大过”，《方便心论》列出

八种，范围包括“用语颠倒，立因不正，引喻不同”，即后来因明学中所

谓的“过类”。 

  如果把《方便心论》的这些说法，同真谛译介的《如实论》作一比较

可知：后音把前述之四种知见除去“喻知”，称之为“识量”或“量”，

即现量、比量和圣教量。这里的“量”可训为“见”，也是讲认识来源的，

但更侧重用来作为“决是非”的手段，即获得真理并检验真理的方法。“三

量”中的“圣教量”，相当于“随经书知”，也可以扩大为世间普遍承认

的公理，其真理性如何，最后仍要受现比二量的验证，所以在真谛的泽籍

中没有多少论述，相反，现比二量就成了他讨论的核心。 

  真谛继续坚持“现见”为一切认识之基础的思想，说：“一切量中证

量最胜”。“证量”即“现量”，相当于“现见”，但其所指，已经不是

泛泛的感觉经验，而是有特殊规定的直觉经验：“亲证”，所谓“直对前

色，不能分别”；“唯见一色，不证于瓶”。意思说，只有感官机能直面

前境生起的感觉，才属现量，因而现量总是片断的，刹那灭的，决不会形

成多种感觉综合体的完整表象，更不能掺有概念推理；假若有概念推理参

加，或形成了多种性质的表象，那是思维“分别”在起作用，不属于“现

量”的范围。因此，“现量”的对象就是构成具体事物的单一性，即不可

再破解的“自性”或“自相”。有关现量的这些规定，对于瑜伽行派的认

识论和宗教实践有重大意义。真谛译籍特别把幻事、幻物也当作现量的内

容，使他的量论更密切地与唯识空观结合在一起。但对于“比量”的性质，

则没有正面的讨论。 

  如果说《方便心论》重在“立”论，《如实论》则偏向于“破”，即

驳难或立难，对于比量的形式和作法，都没有展开阐述。只是《方便心论》

的许多举例，是很典型的“三支”作法，而《如实论》则以“五分义”作

为比量的具足形式，这从因明传播史上看，似乎有些颠倒。但从涉及的内

容看，后者依然比前者成熟。前者以“喻”为四“知见”之一，后者取消

了这一项目，显然是移进因明的“喻支”中去了。《方便心论》称作“知

因”的概念，可能就是“因明”的早期译法，其时还是从如何获得正确认

识的角度来谈的；至于《如实论》则明确地提出了“根本法”（遍是宗法

性）、“同类所摄”（同品定有性）、“异类相离”（异品遏无性）的“因

三相”来，将“因”这一概念运用到了纯粹的因明规则上，完全成了逻辑

学上的概念。这种由认识论提炼为因明逻辑，历史的轨迹清晰可辨；因明

逻辑始终与认识论联结在一起，也就构成了瑜伽行派的方法论特点。 



  瑜伽行派在论辩中讲认识来源和结构部分，一般称为量论，讲认识的

正确形式和规则部分称作因明，二者都是取得真理和验证真理的尺度。把

量论和因明系统化与完善起来，并使之成为论证“唯识无境”、通达真实

境界、求得完全解脱的主要手段，是从陈那开始。 

  陈那首先是把上述现量规定在直觉范围之内，彻底排除名相概念的参

与。他把这类现量分为四种，其中上述由五种感官直面对象的直觉活动叫

做“五根现量”，属于原始基础现量。此外，还有一种“意识现量”，特

指感官所得直觉在引发意识活动，并成为意识缘虑对象时的地位和作用，

也就是五根现量进入意识领域，但尚未形成概念时被给予的一种称谓，用

传统的因缘说解释，这时的五根现量相当于意识发生的“等无间缘”。第

三种叫“自证现量”，其实就是“心分”说中的“自证分”；这种“自证”

亦名“亲证”，由于没有分别直取自境，所以也列为现量。值得特别注意

的是第四种“瑜伽现量”，即在熟知佛教道理和深入禅定基础上，对于佛

教真理的直观亲证，亦称“现观”、“现证”。佛教历来主张，像“四谛”、

“真如”等佛教道理，要完全把握，变成修持者自身的东西，必须扬弃语

言文字的中介，使认识主体直接地无间隔地与所证对象契合为一，由此获

得的认识叫做“无分别智”，是佛教全部认识和修习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

的转折。陈那将这类认识也纳进了“现量”的范围，大大减弱了原先以直

觉为全部认识起点的观念，提高了非理性认识的地位，给继续向神秘主义

滑行创造了更多的条件。 

  所谓“比量”，在因明学中指推理而言。陈那在完善比量的形式和规

则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前的比量，通用宗、因、喻、合、结“五支”

作法，陈那精炼为“宗、喻”三支。上述的“因三相”也是由陈那最后确

定下来的。这里的“因”，指作为推理根据的理由；正确的理由，必须具

有三种性质，使宗、因、喻诸判断间的逻辑联系得以成立。此外，陈那对

于运用因明形式可能犯的逻辑错误，也作了归纳，作为“过类”，组织到

了他的因明学中，使因明的逻辑规则趋向严密。相对于五支作法的“古因

明”言，陈那的具有“因三相”的三支作法，被称作“新因明”。 

  由于陈那把量论和因明作为取得一切知识和证得真理的基本手段，所

以他幻想一旦成佛，便能体现真正的“量”，称为“为量者”，也就是无

所不知，成了真理的代表。这是陈那的量论和因明学伴有宗教神学的又一

表现。 

 


